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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对放牧的响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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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对放牧干扰十分敏感，在全球温室气

体通量中贡献突出，研究高寒草地放牧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高

寒草地温室气体源/汇特征、不同放牧方式对土壤微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发现高寒草地主

要是 CO2 源、CH4 汇、N2O 源。放牧通过家畜选择性采食、践踏和排泄物返还等多重机制作用于地

上植物、土壤结构、温度、湿度和养分，进而影响地下微生物及温室气体通量。本文旨在为高寒草

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和管理及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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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the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is sensitive to grazing perturbation,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global greenhouse gases (GHGs) 
emissions.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decipher the effect of grazing on GHGs emissions in alpine 
grassland.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switch of GHGs sources or sinks and the response of soil 
microenvironment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grazing methods in alpine grassl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alpine grassland is the major CO2 source, CH4 sink, and N2O source. Besides, graz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aboveground plant, soil structure,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nutrient content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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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e feeding, trampling, and excreta returning of livestock, and then indirectly affects soil 
microorganisms and GHGs fluxes. This review provides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the mitig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alpine 
grassland. 

Keywords: alpine grassland, grazing, greenhouse gases, soil microorganisms 

全球变暖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1]。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CO2、CH4 和 N2O)

是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子，对全球增温的贡献率

高达 87%[2]。高寒草地(Alpine Grassland)包括高寒

草原、高寒草甸和高寒沼泽，主要分布在高纬度或

高海拔、气候寒冷、冻土集中分布的地区[3]，位于

中国青藏高原大部分区域、亚洲喜马拉雅山脉、苏

格兰高地、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北美洲和南美洲的

美洲山脉、非洲的裂谷山脉、欧洲喀尔巴阡山脉和

比利牛斯山脉和高加索山等地区[4]，具有维持土壤

过程、保护生物多样性及调节土壤碳/氮源-汇平衡

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5]。位于“世界第三极”的青藏

高原高寒草地面积约为 1.52×106 km2，占中国草地

面积的 34.3%[6]，该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功能脆弱，

属于典型脆弱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极为敏

感[7]。放牧作为高寒草地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

牲畜通过选择性采食、践踏和排泄影响植被群落

结构、净初级生产力和土壤微环境[8]。微生物“暗

物质”作为地球各圈层之间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

的重要参与者[9]，是土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放牧扰动十分敏感，能快速反映生态系统功能和

土壤质量变化[10-11]。土壤微生物是高寒草地土壤温

室气体的主要产生者，放牧会直接或间接改变土壤

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及养分循环，最终影响温室

气体排放[12]。 

当前，放牧对高寒草地地上植被-土壤微环境-

地下微生物耦合及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研究引起

了学界的极大关注[10,13]。本文通过分析高寒草地温

室气体源/汇特征和放牧对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和

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探讨高寒草地温室气体排放

对放牧的响应机制，有助于明晰高寒草地土壤微生

物对全球温室气体的贡献。 

1  温室气体源/汇特征和产生机制 

1.1  温室气体种类 

1.1.1  CO2源 

土壤呼吸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包括植物根系和微生物呼吸，产生的 CO2

是土壤与大气之间的第二大碳通量，其温室效应占

地球总温室效应的 50%以上[14]。土壤呼吸的细微变

化会对大气 CO2 浓度产生巨大影响[15]。高寒草地生

态系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具有强风、低温、低

CO2 含量和强光照的特点，其中，低 CO2 含量使得

植物很难进行光合作用，低温使植被凋落物和地下

死根不易分解，并且土壤呼吸也受低温、植被凋落

物量和昼夜温差限制[16]，因此高寒草地土壤中储存

了大量有机碳。研究发现，土壤中大量存储的有机

碳，尤其是可溶性有机碳可以使 Acidobacteria、

Proteobacteria、Actinobacteria、Basidiomycota 和

Ascomycota 等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强，显著增加 CO2

排放量[14](表 1)。高寒沼泽草地由于具有更多的植

物生物量和土壤有机质，相比高寒草甸会释放更多

的 CO2
[19]。综合分析已有研究发现，高寒草地主要

是 CO2 源[16]，例如青藏高原地区 CO2 年累积排放量

可达 241.5−512.5 g-C/m2 [20]。放牧干扰会加速高寒

草地植物生长，增加地表凋落物，增强土壤有机质

腐殖化，提高土壤有机碳活性和微生物活性，加速

碳循环，最终促进 CO2 排放[21](表 2)。Gao 等[31]在

加拿大落基山的研究表明，与非放牧相比，放牧可

增加 37%−51%的 CO2 排放通量。此外，家畜排泄

物也会促进 CO2 排放，方精云等[32]在青藏高原东北

缘的研究结果表明家畜粪斑使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CO2 排放量增加 0.61−3.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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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与温室气体排放与吸收的微生物和基因 
Table 1  Microorganisms and genes involved in the emission and absorp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GHGs) 

温室气体类型 

GHGs 

微生物种类 

Microorganism species 

与 GHGs 相关的基因 

Genes about GHG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CO2 Acidobacteria, Proteobacteria, 

Actinobacteria, Basidiomycota, 
Ascomycota 

vdh, vanA, glx, lip, aclB, rubisco, amyA, nplT, pulA, 
pectinase, ara_fungi, mannanase and xylA 

[7-8,10,14] 

CH4 Methylobacter, Methylosarcina pmoA, mcrA and mmoX [7-8,10,17] 

N2O AOB, AOA ureC, amoA, hao, nirK, nirS, nosZ, norB and nifH  [7-8,10,18] 

 
表 2  高寒草地温室气体种类及源汇特征 
Table 2  Species and source/sink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house gases in alpine grassland 

Source/Sink Greenhouse effect GHGs in Tibet Plateau The reason of source/sink Factors effect source/sink

CO2 source Above 50%[14] The cumulative annual emissions are 
241.5−512.5 g-C/m2 [20] 

Organic carbon promotes 
microbial activity[14] 

Grazing+[21] 

CH4 sink About 20%[22] The absorption in the midwest are 
60.0±7.1 μg/(m2·h)[23] 

Under anaerobic conditions, CH4 
converted by organic matter; under 
aerobic conditions, CH4 is 
consumed by methane-oxidizing 
bacteria[24] 

Grazing−[17]; soil 
freezing/thawing+[25]; 
rumen of ruminant 
livestock+[26] 

N2O source About 6%[27] The emissions in growing season are 
0.14±0.38 µg/(h·m2) [23] 

AOB and AOA produce N2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28] 

Livestock waste+[29]; soil 
moisture−[30]; soil 
temperature+[30] 

注：+：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温室气体吸收 
Note: +: Promo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 Curb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promoting greenhouse gas absorption 

 
1.1.2  CH4汇 

高寒草地 CH4 源汇具有不平衡性，土壤有机碳

含量和土壤含水量变化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土壤

有机碳和含水率越高，土壤 CH4 吸收能力越强[25]。

高寒沼泽草地含有较高的土壤有机质，而且含水量  

高于饱和含水量，使其成为 CH4 源[19]。高寒草地和

高寒草甸因土壤冻融及反刍家畜瘤胃使其成为 CH4

源[25]。高寒草地主要是 CH4 汇[33]。在厌氧条件下，

有机质被厌氧和兼性厌氧菌分解成小分子化合物

(乙酸、H2 和 CO2)后，再经产甲烷菌(如乙酰营养产

甲烷菌)的甲基-辅酶 M 还原酶(Mcr)催化转化成

CH4
[34]；在有氧条件下，CH4 经一系列氧化过程被

甲烷氧化菌消耗[24](表 2)。CH4 作为重要的温室气体

之一，具有很强的红外吸收能力，在大气中的循环

周期为 9.1 年，其增温潜势是 CO2 的 28 倍，对全球

温室气体引起增温贡献约占 20%，综合影响仅次于

CO2
[22]，因此，降低空气中的 CH4 成为减缓温室效

应的有效措施。研究发现，放牧土壤中甲烷氧化菌

主要属于 Methylobacter 和 Methylosarcina (Ⅰ型，

Gammaproteobacteria) 及 Methylocystis (Ⅱ 型 ，

Alphaproteobacteria) (表 1)，放牧会增加甲烷氧化菌

及甲烷单加氧酶基因(pmoA)的丰度(约 2 倍)[17]，

PmoA 具有较高的 CH4 亲和力，从而使得甲烷氧化

菌能够氧化空气中的 CH4。研究显示中国青藏高原

中西部地区高寒草地[60.0±7.1 μg/(m2·h)][23]、黄河源

区高寒草甸[19.27−80.29 μg/(m2·h)][20]、横跨西藏多年

冻土区[35]、新疆天山放牧高寒草地[66.3−103.0 μg-C/ 

(m2·h)][36]以及加拿大哥伦比亚山脉北塞尔基克山

区[112 μg-C/(m2·h)][25]等都是 CH4 汇，其中位于青藏

高原高寒草地的 CH4 吸收量占中国草地 CH4 吸收总

量的 44%[33]。Wei 等[23]在青藏高原中西部的研究表明

高寒草地植被生长期 CH4 吸收量为 0.5 g/m2。 

1.1.3  N2O 源 

高寒草地是 N2O 源。N2O 的大气循环周期长达

150 年，不断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间接破坏臭氧

层，增温潜能是 CO2 的 298 倍，对全球增温贡献约

为 6%[27]。N2O 是由有氧条件下硝化作用将铵(NH4
+)

催化氧化成硝酸盐(NO3
−)和厌氧条件下反硝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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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硝酸盐(NO3
−)或亚硝酸盐(NO2

−)还原成还原态氮

(NO，N2O，N2) 这 2 个过程产生[28]。参与这 2 个

过程的微生物主要是氨氧化细菌(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AOB)和氨氧化古菌(Ammonia-Oxidizing 

Archaea，AOA)[18](表 1，表 2)。氨氧化是许多生态

系统中的硝化限速步骤，该步骤主要由氨单加氧酶

(Ammonia Monooxygenase，AMO)和羟胺氧化酶

(Hydroxylamine Oxidoreductase，HAO)调控，其中

AMO 是由 amoA、amoB 和 amoC 这 3 个基因编码

的蛋白亚基构成的三聚体膜结合蛋白[37]。AOB 和

AOA 在土壤中生成 N2O 的作用机理相似，但二者

催化 N2O 生成的酶却不尽相同[38]。土壤中硝化和反

硝化过程一般同时进行，但在氧气充足时主要是硝

化过程产生 N2O，反之则是反硝化过程[39]。土壤水

分是影响硝化和反硝化作用的主要因素，研究发

现，当土壤处于饱和含水量以下时，因氧气充足，

硝化作用产生的 N2O 占总排放量的 61%−98%；处

于饱和含水量以上时，形成的厌氧环境促使反硝化

作用成为 N2O 的主要来源，随着含水量的持续增

加，N2 成为反硝化过程的主要产物[29]。催化 N2O

产生的酶除 AMO 和 HAO 之外，还包括氧化氮还

原酶(Nitric Oxide Reductase，NOR)、硝酸还原酶

(Naringenin ， NAR) 和 亚 硝 酸 还 原 酶 (Nitrite 

Reductase，NIR)等[40]。研究表明，土壤(草地、耕

地和森林等)是主要的 N2O 来源，约占生物圈向大

气排放 N2O 总量的 70%，草地生态系统均为 N2O

源[41]，在 N2O 总排放中的占比较大，通常表现出比

耕地和森林土壤更高的排放速率[42]。Wei 等[23]在青

藏高原中部发现，高寒草地生长季 N2O 排放量是

0.14±0.38 µg/(h·m2)。 

家畜排泄物返还是草地生态系统的天然施肥

措施，家畜将采食的 70%−95%氮返还土壤，刺激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活性[26]，进而促进硝酸盐淋失

和 N2O 排放。研究显示畜圈和粪堆具有较高 N2O

排放量，家畜尿粪斑的 N2O 排放量是对照样地的

3.5 倍[43]。AOA 和 AOB 含量与排泄物中的 NO3
−-N

和 NH4
+-N 浓度显著正相关，并且 AOB 能适应更高

浓度氨的碱性环境[8]。研究发现，高寒草地生态系

统的诸多环境因子(土壤温度、湿度和 pH)中只有土

壤温度与 AOA 的生长存在相关性，高浓度家畜尿

液和粪便会降低土壤温度，进而限制 AOA 生长[44]，

但会刺激 AOB 活性，并显著增加 AOB 及 amoA (编

码 AMO)、nirK (编码 NIR)和 nosZ (编码一氧化碳合

成酶)基因丰度(P<0.001)，最终促进 N2O 排放[30]。 

1.2  温室气体排放时间的变化规律 

高寒草地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显的日/季节变

化规律。温室气体日排放速率与大气温度、土壤温

度和湿度变化同步[16]。孔郑[45]和孙步功[20]在青藏高

原黄河源区退化草地的研究结果表明，CO2 最大释

放速率在每日 15 时前后，最小值在 4−7 时；CH4

吸收通量最大值在夜晚，最小值在 9−11 时。高寒

草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也与植物生长周期紧密相

关，并且 CO2 排放与土壤呼吸的季节变化一致，如

CO2 排放量是植被生长旺盛期>返青期>枯黄期；

CH4 吸收速率是生长季>非生长季，吸收速率与土

壤水分负相关，与土壤温度正相关[16]。还有研究显

示高寒草地不同生长期具有不同的 CH4 源汇特性，

高寒草地在牧草返青期和生长旺盛期是 CH4 汇，枯

黄期因土壤冻融是 CH4 源[46]。Li 等[47]在天山高寒

草原发现春季融雪会改变土壤水热条件，导致微生

物活性增强，促进 N2O 排放，N2O 排放与表层土壤

温度和含水量显著正相关(P<0.001)，春季融雪期

N2O 排放占年度总排放量的 6.6%，冬季冰冻期占

16.7%，生长季排放占 76.7%。 

2  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放牧方式 

2.1  家畜种类 

粪斑中高含量氮促进 N2O 排放。虽然藏羊和牦

牛这 2 种家畜放牧均可以增加高寒草地 AOA 和

AOB 丰度[48]，但藏羊粪便通过硝化作用产生 N2O，

牦牛粪便通过反硝化作用产生 N2O
[49]。与藏羊粪便

相比，牦牛粪便的 N2O 排放量高、CH4 吸收量低[50]。

研究认为，造成如上差异的原因是藏羊粪便中含有

较高浓度硝化微生物作用底物 NH4
+-N，而牦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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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粪便斑块含有较高的反硝化微生物作用底物

NO3
−-N，并且缺氧的斑块中心有利于厌氧反硝化微

生物生长，导致牦牛粪便主要通过反硝化作用产生

N2O
[51]。同时，牦牛粪便中 NH4

+-N 对 AMO 上 CH4

对应活性位点的竞争会抑制 CH4 氧化[52]。 

2.2  放牧强度 

放牧强度增加主要通过以下 3 个方面影响土壤

微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图 1[53])：(1) 家畜过度采食

会改变植被群落特征，导致高寒草地地上生物量和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减少[54]。(2) 家畜高强度和多频

率践踏使土壤容重增加、微生物数量和生物量减少

及酶活性降低[55]，进而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使土壤微生物由真菌为主向细菌为主转变[56]。研究

发现，在低放牧强度下放线菌和真菌丰度最高，而

在高强度放牧条件下细菌丰度最高[57]。(3) 高强度

放牧造成家畜排泄物中的氮大量返还而刺激 AOB

活性，并使与 N2O 排放相关的微生物和功能基因丰

度显著增加，促进 N2O 排放[30]。Xie 等[58]研究青藏

高原高寒草甸的结果表明高强度放牧使 AOB 和

AOA 丰度分别提高了 42 倍和 3.7 倍，其原因是高

强度放牧下家畜排泄物中 NO3
−-N和 NH4

+-N 返还土

壤，使得 AOA 和 AOB 作用底物增多、活性增强[8]。 

放牧强度对土壤微环境、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

样性的影响最终会促进温室气体排放[59]。例如，Du

等[41]发现适度放牧通过增强土壤硝化作用增加年

均 57.8%和生长季 62.0%的 N2O 排放，重度放牧通

过采食降低土壤氮含量、增加土壤容重，使 N2O 排

放量降低。然而有研究发现高强度放牧导致排泄物

的大量返还会促进 N2O 排放[58]。 

2.3  围封禁牧 

围封通过减少家畜对生态系统干扰，提高地表

植被覆盖度，降低土壤温度及其变化，减少强辐射

暴露[60]，改善土壤微生物生存环境，增加微生物作

用底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 6 1 ]。Wei 等 [ 6 0 ]  

 
 

 
 

图 1  放牧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53] 
Figure 1  The effects of grazing on greenhouse gases of the alpine grassland[53] 

注：−：放牧起负作用；+：放牧起正作用；AGB：地上生物量；BGB：地下生物量 

Note: −: Grazing has a negative effect; +: Graz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AGB: Aboveground biomass; BGB: Belowground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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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北部高寒草地的研究结果显示，围封使

CO2 排放量减少 17.8%，CH4 吸收量增加 33.8%。

Luo 等[62]也发现冬季围封会显著减少 CO2 排放量约

20.1% (P<0.05)。围封虽然是恢复放牧退化草地的有

效措施，但长期(6 年以上)围封对土壤养分含量、地

上植被生物量和多样性及土壤呼吸(微生物和根系

呼吸)无显著影响[63]，而且难以从根本上修复土壤

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综上可知，短期围封

禁牧有利于恢复轻、中度放牧退化草地，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量[60]。 

3  放牧对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3.1  土壤 

3.1.1  土壤结构 

高寒草地放牧系统中家畜通过反复践踏压实

表层土壤，改变不同粒径土壤分布，影响土壤水肥

气热的供应、保持和调控能力[64](图 1)。放牧对土

壤结构的影响会阻碍植物根系延伸[65]、降低土壤微

生物呼吸速率和群落结构，最终导致土壤 CO2 排放

速率降低、排放量减少(P<0.05)[66]。土壤 CH4 吸收

主要由深层土壤甲烷氧化菌群完成，践踏增加土壤

容重，会减少 O2 向土壤中扩散和 CH4 向大气中扩

散，限制 CH4 的氧化，从而使 CH4 吸收量减少[60]。 

3.1.2  土壤温度和湿度 

土壤温度和湿度会因家畜践踏和啃食降低，研

究显示，土壤温度和湿度与 CO2 和 N2O 排放呈正相

关，与 CH4 吸收呈负相关[67](图 1)。土壤湿度是决

定高寒草地碳储量差异的主要驱动因子[68]，土壤温

度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均影响温室气体排放[69-70]，

特别是表层土壤温湿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最

明显[70]。土壤湿度的增加通过刺激根系和微生物活

动促进土壤呼吸，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土壤湿度的

减少会降低微生物与有机基质接触，导致植物根系

死亡和/或失活[71]，是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变异的重

要因素[70]。 

3.1.3  土壤养分 

放牧因家畜啃食导致土壤养分含量减少，因排

泄物返还会显著增加 NH4
+-N 和 NO3

−-N 含量，提高

硝化和反硝化速率及促进硝酸盐淋失和 N2O 排放[72] 

(图 1)。作为评价草地土壤质量和肥力的重要指标

之一，土壤养分(C、N 和 P)对维持土壤结构稳定

和增强土壤恢复能力有重要作用[26]。放牧通过影

响高寒草地植物对养分的利用效率调节土壤 C、N

和 P 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作用于温室气体排放[73]。

研究发现，放牧会减少高寒草地土壤有机碳和总氮

含量[73]，过度放牧因家畜采食减少了从植物凋落物

向土壤输送的有机质，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大大减

少，降低草地固碳能力[74]。 

3.2  土壤酶活性 

土壤酶活性受土壤养分含量变化的影响较大，

围封禁牧和适度放牧有利于增强酶活性，重度放牧

抑制酶活性[75]。土壤酶主要来自微生物，部分来自

植物和动物，参与土壤生化反应和有机物分解[76] 

(图 1)。土壤酶活性是衡量微生物活性、土壤养分动

态和质量变化的预警和敏感指标，例如，土壤纤维

素酶和淀粉酶活性与土壤有机质、速效氮和地上生

物量变化一致，脲酶活性变化与之相反，酸性磷酸

酶活性与地下生物量变化一致[77]。土壤酶活性可以

快速响应放牧干扰[78]，研究显示，适度放牧会提高

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75]，而重度放牧会降低土壤

β-葡萄糖苷酶、过氧化氢酶、纤维素酶、蛋白酶、

天冬酰胺酶和谷氨酰胺酶活性[75]。家畜排泄物也会

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区系对土壤酶活性

产生明显影响[79]。例如家畜排泄物通过提供足够的

脲酶反应底物，使其活性增强[77]。Du 等[80]发现围

封通过向表层土壤提供微生物活性底物有机氨氮

和溶解有机碳，增强土壤主要酶(转化酶、磷酸酶、

脲酶和 β-葡萄糖苷酶)活性。 

3.3  放牧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3.3.1  微生物生物量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通过对土壤胞外酶活性

的影响间接驱动 CO2 排放和 CH4 吸收[81]。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作为不稳定土壤有机质组成部分，虽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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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土壤有机质的 1%−5%，却是土壤活性的主要成

分，控制着土壤养分转化，对土壤发生的细微变化反

应迅速[82]。表层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最高、受外

界影响最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减

少[83]。放牧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较为复杂，

有研究显示放牧强度增加会降低土壤微生物量[84]，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大量家畜排泄物输入和高强度

放牧会刺激植物生长、增加土壤微生物生物量[85]，

且微生物生物量具有明显的夏季最大值和冬季最

小值[86]。也有研究发现，放牧与长期围封草地的土

壤微生物量碳氮无显著差异[87]。 

3.3.2  微生物群落结构 

放牧通过影响地上植被多样性、土壤有机碳、

总氮和土壤水分含量，进而影响微生物群落组成、

结构和多样性[10-11]。研究显示高寒草地普遍呈中性

偏碱，适宜细菌生长繁殖，不利于真菌生存，因此

在高寒放牧草地生态系统中细菌数量最多，其次是

放线菌和真菌[88]。然而放牧强度对微生物群落结构

有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低放牧强度下放线菌

和真菌丰度最高，而在高强度放牧条件下细菌丰度

最高[57]。适度放牧还可改变微生物生长环境，如家

畜践踏促进植被凋落物进入土壤，增加土壤微生物

作用底物，进而提高高寒草甸细菌群落多样性[80]；

但是过度放牧会严重降低植被生物量，改变植被群

落特征，增加土壤容重和渗透阻力，并直接或间接

改变草地生态系统的营养元素循环和能量转换模

式，增加土壤碳氮流失，最终影响高寒草地碳氮分

布格局，导致固碳能力下降，加速温室气体排放[89]。

由 于 高 寒 草 地 微 生 物 群 落 结 构 与 土 壤 有 机 碳

(R=0.492，P<0.003)、总氮(R=0.314，P<0.05)和土

壤水分(R=0.631，P<0.01)等土壤理化性质显著正相

关[10]，因而过度放牧会显著降低细菌基因丰度和多

样性指数(P<0.05)。研究还发现青藏高原青海高寒

草地放牧会显著降低微生物功能多样性[8-11]，而且

地下微生物多样性与地上植被多样性具有紧密联

系(R=0.735，P=0.006)[8]，放牧通过家畜啃食减少地

上生物量，降低微生物多样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放

牧会显著影响碳和氮循环基因，并从功能基因层面

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例如，放牧使土壤氮矿

化和硝化基因(ureC、amoA 和 hao)、惰性碳降解基

因(vdh、vanA、glx 和 lip)丰度增加，而反硝化基因

(nirK、nirS、nosZ 和 norB)、氮还原基因、氮固定

(nifH)、氮降解基因、碳固定(aclB 和 rubisco)和活

性 碳 降 解 基 因 (amyA 、 nplT 、 pulA 、 pectinase 、

ara_fungi、mannanase 和 xylA)及甲烷循环的基因

(pmoA、mcrA 和 mmoX)的丰度降低[7-8,10](表 1)。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综述了家畜种类(藏羊和牦牛)和放牧

强度(轻度、适度和重度)对高寒草地温室气体(CO2、

CH4 和 N2O)排放的影响。高寒草地放牧生态系统是

温室气体排放源。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土壤微环

境(土壤养分、土壤容重、温度、湿度)之间存在复

杂的作用关系[68]，放牧通过采食、践踏和排泄行为

影响以上土壤微环境因子，最终作用于微生物(微生

物数量、生物量、群落结构和功能及酶活性等)，导

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8,11]。综上所述，建议在高

寒草地植被生长期和生长旺盛期采取适度放牧措

施的同时，在以下方面仍有待深入探索： 

(1) 放牧对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尚处于初步

阶段，关于放牧对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机制

仍存在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如与产生/消耗温室气体

相关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分布格局对放牧扰动的敏

感度有何差异，以及放牧如何驱动与温室气体排 

放/吸收相关功能基因的变化。将新一代高通量测序

技术、基因芯片(GeoChip)以及稳定性同位素标记技

术应用到微生物学领域，有利于对高寒草地土壤微

生物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2) 目前尚不清楚高寒草地放牧如何影响地上

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的耦合、互相影响及如何定量评

价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开

展植物根际微生物的共存网络和群体感应研究可

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该机理，以及植物-微生物的互

作反馈于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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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管放牧对地上植被、土壤微生物及温室

气体排放影响的野外原位研究在高寒草地生态系

统中已取得一系列结果。在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中，

放牧最先直接作用于地上植被和土壤环境，进而间

接影响土壤微生物，放牧与地上植被及土壤微生物

之间相互耦联、互相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

对地上植被、土壤理化因子、土壤微生物等单个或

2 个因素对放牧的响应，而关于各因素之间的生态

效应缺乏全面系统的评价。开展长期和系统的野外

监测试验，从微观分子结构变化揭示温室气体排放

的宏观功能过程变化，建立生态模型研究多个因素

对放牧的响应及如何定量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将有利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高寒草地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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